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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对于推进我国市民化进程具有重要作用，经济社会学视角是探讨

社会经济地位、社会距离与农民工市民化意愿之间关系的重要理论视角。采用国家卫计委数据

研究发现，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呈现多样性，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有助于增强农民工的市民

化意愿，社会距离则会降低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社会经济地位的提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抵

消社会距离对市民化意愿的阻碍作用。因此，增强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需要不断加大对农民

工的职业培训，提升农民工的社会经济地位；从日常生活入手，使农民工享受各种公共服务，

促进农民工的社区参与，缩小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之间的社会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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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抽样调查结果显示，2020年全

国农民工总量约为2.86亿人。[1]大量的农民工为

城市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对城市的发展做出了

重要贡献，但是由于长期的城乡分割以及受以户

籍制度为基础的二元社会体制的制约和影响，

农民工不能享受到与城市居民平等的权益，这

势必会影响农民工的城市居留意愿和社会的稳

定发展，因此，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十分必

要。人们在讨论市民化问题时总是暗含或假定

农民工都是愿意转变为城市居民。[2]然而，相关

研究发现，有相当数量的新生代农民工并不愿

意成为市民。[3]为了更好地推进我国市民化的进

社会经济地位、社会距离与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

程，我们需要对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进行深度

考察，了解当前农民工市民化的意愿如何，影响

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因素有哪些，未来应该如

何推进农民工实现市民化。

一、文献回顾、研究框架及研究
假设

（一）文献回顾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 进和进城务工 农民工

的增加，农民工市民化问题逐渐引起学界的关

注。通过梳理文献发现，国内学者主要是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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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制度、居住空间、家庭特征及主观认知等方

面探讨农民工市民化意愿问题。

社会制度首先引起学者的关注。许多学者

基于制度主义，研究户籍等社会制度对农民工

市民化意愿的影响。比如，刘传江和程建林认

为，户籍制度以及建于其上的就业制度、社会保

障制度和城市住房制度等制度安排降低了农民

工的市民化意愿。[4]王桂新和胡健集中探讨了

社会保障制度的作用，养老保险和子女教育等

社会保障状况对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影响更突

出。[5]在居住空间方面，住房产权和居住类型成

为影响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重要因素，拥有住

房产权可以增强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6]。不同

的居住类型意味着生活环境和公共服务存在差

异，从而影响着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7]

家庭因素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家庭在外务工

人数增加会增加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家庭供

养的老人数量会降低市民化意愿。[8]在资本层

面，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是学者关注的重点，

良好的职业培训、较高的技能以及技术水平能

够增加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丰富的社会网络

以及较高的社会参与水平同样可以增强农民工

的市民化意愿。[9]工作是农民工立足于城市的

基础，工作时间越长，农民工市民化意愿越低，

尤其是超时劳动会明显降低农民工的市民化意

愿。[10]以社会制度、家庭、居住空间和资本视角

为代表的研究主要强调客观因素对农民工市民

化意愿的影响。目前也有学者开始强调农民工

的主体性，将农民工的主观体验作为影响市民

化意愿的重要因素，比如社会认知、相对剥夺感

等。姚植夫和薛建宏的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

对务工动机、农村生活、社会身份和城市生活境

遇的认知显著影响其市民化意愿。[11]胡军辉则

探讨了相对剥夺感对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作用，

研究发现农民工市民化意愿随群体间的相对剥

夺感增强而强烈，群体内的相对经济剥夺感则

对其市民化意愿具有激发和催化作用。[12]

学界从不同视角对农民工市民化意愿进行

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但是

目前的研究仍然存在一些不足。首先，在变量测

量方面，学者普遍以户口迁移意愿作为测量指

标，因此指标的测量比较单一。其次，在研究视

角方面，国内的研究或是基于“经济人”的假设

进行研究，即农民工市民化的意愿是建立在成

本-收益的理性计算基础之上的，或是基于“社

会人”的假设，即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主要受社

会因素的影响，很少有学者将这两者结合在一

起进行探讨。因此，本文从经济社会学角度出

发，基于“经济人”和“社会人”的假设，从社会

经济地位和社会距离的角度来探讨农民工的市

民化意愿问题。

（二）研究框架与研究假设

根据经济学的理论，移民是否愿意迁移主

要基于个人的理性选择，如果迁移带来的预期

净收益大于迁移的成本，那么移民就会倾向于

迁移。[13]但是，这一理论框架强调移民在移入地

获得包括工资在内的物质层面利益，过于强调

经济理性，使得分析的框架有些狭窄。本文在

这一框架的基础上进行拓展，认为人们在城市

中的“收益”既包括个体在劳动力市场上获得

的物质利益，如收入、各种社会保险以及较高的

职业地位，也包括个体在城市中建立的良好的

社会关系，从而将“经济人”假设和“社会人”假

设结合起来思考迁移行为。

对于农民工而言，要想在城市中真正立足，

个人在劳动力市场上获得的收入至关重要，持

续而稳定的收入是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基础，然

而仅仅考虑收入是不够的，还需要考虑农民工

的职业身份，因为虽然有部分农民工的收入不

低于普通的市民，但是由于处于较低的职业层

级，农民工依然会受到歧视。只有拥有充足的

收入和体面的职业，能够和城市市民进行平等

对话，农民工才更愿意实现市民化，所以本文

将社会经济地位引入到研究中。

除了获得物质利益外，农民工需要适应新

的社会交往规范、建立新的社会关系，这对一

直生活在乡土社会中的农民工是一个新的挑

战。虽然农民工被城市居民视为“他者”，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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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并不愿意与农民工建立更多的联系，但是

由于共同生活在一个场域中，农民工与市民之

间必然或多或少要建立各种社会关系，社会关

系必然会对农民工城市居留意愿产生影响。良

好的社会关系有助于农民工获得各种物质利

益，同时也可以给他们带来精神上的慰藉，弥补

他们因为离开故乡而造成的原有地缘和血缘关

系的缺失。社会关系的质量可以通过社会距离

来体现，所以本文引入社会距离这一变量。那

么，社会经济地位、社会距离与农民工市民化意

愿之间是否存在相关性？ 

1.社会经济地位与农民工市民化意愿

社会经济地位是指个体或群体在社会中所

处的位置，是个体在教育、收入和职业等方面

的综合体现。邓肯最先将这一概念正式引入到

社会学研究中，他利用收入和教育水平对职业

声望的回归系数进行计算，得出所有职业的声

望得分即社会经济地位指数。[14]

目前尚无文献 直接 探讨 社会 经济地位与

农民工市民化意愿之间的关系，虽然也有研究

探讨了社会经济地位的不同维度对农民工市民

化意愿的影响，但是并不系统。本文将借鉴其

他相关理论和研究来探讨两者之间的关系。首

先，农民工向城市迁移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一

个获得社会经济地位的过程，如果在这个过程

中，农民工能够获得进一步受教育的机会以及

比较体面的工作，收入比之前有明显提高，可以

为农民工的市民化提供物质基础，[15]这会进一

步增加他们的市民化意愿。其次，较高的社会

经济地位有助于农民工跨越市民与非市民之间

的制度“门槛”。[2]如果农民工能够获得较高的

收入和职业地位，那么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可以

克服户籍制度等社会制度带来的一系列障碍。

比如，在子女受教育方面，收入较高和职业稳定

的农民工可以依靠自身的实力将子女送到教学

质量较好的学校，从而跨越相关教育政策和制

度的限制。所以，与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农民工

相比，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农民工更有能力应

对生活中的各种障碍，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增

加他们的市民化意愿。最后，如果农民工在与

城市居民的交往中发现自己的收入、待遇等都

处于劣势，那么可能会产生相对剥夺感，而社会

经济地位的提升有助于应对歧视，降低相对剥

夺感，减少不公平感。[16]基于以上分析，我们提

出如下假设。

假设1：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农民工的市民

化意愿越强烈。

2.社会距离与市民化意愿

塔尔德在《模仿律》一书中首先提出社会

距离概念，认为人们会模仿比自己地位高的人，

在这些地位较高的人中，最容易模仿的是和自

己的社会距离最近的人。[17](P161)在塔尔德的定义

中，社会距离主要是指社会地位，因此这一概念

充满客观色彩。齐美尔则赋予了“社会距离”的

主观色彩，认为社会距离是指一个人在多大程

度上认为应该与他人亲近或认识的程度，社会

距离是人与人之间的内在屏障。[18](P460)帕克用

社会距离来衡量群体之间以及群体内部个体之

间的亲密关系。他给出了社会距离的具体定义：

“距离是一种可以测量表现个人和一般社会关

系的亲密程度和等级……感觉上的距离可以像

智力一样得到测量。”[19](P87-88)博格达斯认为，

社会距离是指人与人之间相互理解和感受的等

级与程度，它体现了人们之间社会关系的特征。
[20]

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之间的社会距离体现

了两个群体之间的社会关系的亲疏程度。在农

村，农民工主要生活在熟人社会中，与其他人的

社会距离并不大。在城市这个陌生人社会中，农

民工不管是在工作场所、居住区，还是在公共

空间都有可能与城市居民建立联系。但是，由于

在经济地位、文化和生活方式等方面存在诸多

差异，彼此之间的社会距离较大，从而可能导

致如下结果：一方面，社会距离过大可能造成农

民工不愿意与市民交往，即使同处在同一个空

间内，彼此之间也不愿意交往，互动频率比较

低，从而降低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另一方面，

社会距离越大，越容易造成农民工与城市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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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冲突，使得两个群体之间的疏离感进一

步增强，从而降低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意愿。已

有研究表明，社会距离对农民工的社区归属感

产生影响。[21]如果社区归属感较低，势必会降

低市民化意愿；社会距离也会降低农民工的社

会融入程度。[9]此外，社会距离还会影响农民工

的身份认同，社会距离越小，农民工越倾向于

认同自己为城里人。[6]社会距离越大，意味着农

民工在主观层面与市民越疏远，越容易产生敌

意，也不愿意与城市居民进行互动，这样势必会

降低农民工的身份认同。身份认同的降低，使

得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减弱。基于以上分析，

本文提出第二个研究假设。

假设2：社会距离越大，农民工的市民化意

愿越低。

3.社会距离、社会经济地位与市民化意愿

如果说社会经济地位的差异反映的是农民

工与城市居民的客观距离，那么社会距离则反

映了他们之间心理上的主观距离。农民工进入

城市后，生活在与城市居民共同组成的场域之

中，与城市居民的社会距离的远近必然影响着

他们的市民化意愿，如果与市民的社会距离越

大，不能被城市居民接纳，那么他们很可能将自

己作为一个城市过客，不愿意留在城市中。已有

研究表明，社会经济地位可以降低农民工与市

民之间的社会距离，[22]许多农民工作为农村中的

“精英”，通过自身的努力，不断提升自身的社

会经济地位，甚至超越城市居民。农民工在城

市中社会经济地位不断提高，可能在一定程度

上抵消社会距离对市民化意愿的阻碍作用。由

此提出本文第三个假设。

假设3：随着社会经济地位的提升，社会距

离对市民化意愿的作用会减弱。

二、数据来源、变量操作与研究
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国家卫生与计划生育委

员会流动人口管理司自2014年开展的全国流动

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研究者获得数据使用权。

这项调查采取分层、多阶段、与规模成比例的

PPS方法进行抽样，调查对象是在本地居住一

个月及以上，非本区（县、市）户口的15~59周岁

流动人口，总共获得15999个样本。本研究的研

究对象是农民工，即从事非农活动的农村户籍

人口。经过筛选后，获得有效样本13655个。

之所以选择2014年的数据主要基于以下

三点考虑。第一，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

是国家卫生健康委流动人口服务中心收集的全

国性流动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涵盖全国31个省

（区、市）和新疆建设兵团，这一数据不但样本

规模大，而且抽样设计方案科学合理。另外，

相较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中国社会

状况综合调查（CSS）、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

据（CLDS）等规模较大的社会调查的数据，中

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更具有针对性，是涉

及农民工研究的质量较高的调查数据。第二，

2014年社会融合与心理健康数据是一份专题调

查数据，这一数据具有较强的独特性，具体表

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这一数据中包含大量

涉及社会融合、市民化的问题，全面测量市民化

意愿的不同维度；其次，这份是数据国家卫生

健康委流动人口服务中心目前公开的数据中唯

一涉及社会距离的数据；最后，从数据涉及的城

市而言，既包括长三角、珠三角这些农民工最

为集中的区域的城市，也包括中西部农民工数

量较多的城市，因此，这份数据不仅能够更好

地从整体上反映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依据这

一数据提出的政策建议也更具合理性；第三，

2014年社会融合与心理健康数据仍然具有时

效性。通过与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的最新数

据、全国农民工监测报告的数据比较发现，农

民工的市民化意愿、社会距离以及社会经济地

位依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比如，愿意将户籍

迁入城市的农民工仍然保持相对较低的比例。

这意味着这一数据依然能够准确反映农民工群

体的现状，采用这一数据获得的研究结论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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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具有说服力。

（二）变量操作

1.因变量：市民化意愿

本文利用户口迁移意愿和长期居住意愿测

量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市民化意愿即因变量。在

目前的研究中，很多学者都把迁移户口作为测

量的指标，我们认为这种测量方法比较单一。

受到Goldstein的启发，[23]本文将农民工的市民

化意愿分为两个方面，即制度性市民化意愿和

事实性市民化意愿，通过两个题目来测量。第

一个测量的是制度性市民化意愿，通过询问被

调查者是否愿意把户口迁入本地来测量，“是”

赋值为1，“否”赋值为0；第二个测量的是事实

性市民化意愿，通过询问被调查者是否打算在

本地长期居住（5年以上）来测量，“打算”赋值

为1，“不打算”和“没想好”赋值为0。

2.自变量

本研究的自变量有两个：社会经济地位和

社会距离。

关于社会经济地位，国内学者通常用教育、

职业和收入这些客观指标来衡量。[24-25]但也有

学者采取主客观混合测量法，既包括收入、教

育等客观指标，又包括自评社会经济地位等主

观指标。[26]本研究基于“经济人”的假设，主要

从客观方面来测量社会经济地位，将社会经济

地位划分为收入、教育与职业三个维度。收入用

“您个人上个月（或上次就业）收入多少”来测

量，考虑到收入呈偏态分布，将收入取对数。教

育程度用受教育年限来测量，未上过学赋值为

0，小学赋值为6，初中赋值为9，高中赋值为12，

大学专科及以上赋值为15。职业地位用“您现

在的主要职业是什么”来测量。根据国家职业

分类标准，将职业分为“无固定职业”“生产、

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商业、服务业人员”“办

事人员和有关人员”“专业技术人员”“企业单

位负责人”。

社会距离通过以下五个问题来测量：“我

愿 意与 本 地 人 共 同 居 住 在 同 一 个 街 区（社

区）”“我愿意与本地人做同事”“我愿意与本

地人做邻居”“我愿意与本地人交朋友”“我愿

意自己或亲人与本地人通婚”。答案包括“完全

不同意”“不同意”“基本同意”“完全同意”四

个选项，分别赋值为1~4，为了便于分析，本研

究对其反向赋值，然后进行因子分析，KMO值

为0.880，并提取出1个公因子，命名为“社会距

离因子”，解释方差达到 73.13%。

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婚姻状况、住房

状况。男性赋值为1，女性为0。未婚赋值0，其他

几种情况为已婚，赋值为1。住房状况用“您现

住房属于下列何种性质”来测量，租住单位/雇

主房、租住私房、政府提供廉租房和政府提供

公租房、单位/雇主提供免费住房（不包括就业

场所）、借住房和就业场所表示没有住房产权，

赋值为0。已购政策性保障房、商品房和自建房

表示拥有住房产权，赋值为1。本研究的自变量

和控制变量的基本情况如表1所示。

（三）研究方法

由于因变量是二分变量，所以本文采用二

元逻辑斯蒂回归分析方法。在模型中，二元逻

辑斯蒂回归模型可以分析因变量在各个类别之

间发生转变的概率。也就是说，在控制其他自

变量的情况下，可以对某一特定自变量对因变

量的影响进行分析，从而检验本文提出的研究

假设。
表1   变量描述性分析

变 量 百分比 样本量 变 量 百分比/均值 样本量

性别 住房产权

男 51.2 6019 有住房产权 7.7 1048
女 48.8 5746 无住房产权 92.3 12588
职业类型 婚姻状况

企业单位负责人 0.2 27 未婚 25.8 3518
专业技术人员 6.5 813 已婚 74.2 10139
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 0.8 96 年龄 32.5 13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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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 量 百分比 样本量 变 量 百分比/均值 样本量

商业、服务业人员 59.5 7455 收入 3711.84 12680
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

员及有关人员
32 4004 受教育年限 10.23 12373

无固定职业 1.0 128 社会距离（标准化） 17.96 13655

（续表）

三、研究发现

（一）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现状

研究发现，有31.2%的农民工既愿意将户口

迁入到城市又愿意在城市居住，也就是说，既

愿意实现制度性市民化又愿意实现行为性市民

化，这一类型的农民工在四种类型中比例最高。

愿意在城市长期居住但不愿意迁入户口的农民

工的比例为26.1%，愿意迁入户口而不愿意长期

居住的农民工则占15%，有27.6%的农民工没有

市民化意愿。这一结果说明，农民工市民化意

愿呈现多样性，需要分类推进市民化。 

表2   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现状
愿意长期居住 不愿意长期居住

愿意迁户口 4264(31.2%) 2051(15.0%)

不愿意迁户口 3567(26.1%) 3773(27.6%)

N=13655

（二）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回归分析

1.社会经济地位、社会距离与户口迁移意愿

表3所列数据是logit模型分析结果。模型1

和模型2的因变量是“是否愿意迁入户口”，模

型1只放入控制变量，模型2加入了社会经济地

位和社会距离两个变量。模型3和模型4的因变

量是“是否愿意长期居住”，模型3只放入控制

变量，模型4加入了社会经济地位和社会距离两

个变量。本文接下来主要报告模型2和模型4的

回归结果。

在社会经济地位方面，收入对数对农民工

迁移户口的意愿具有统计显著性（p<0.001），收

入对数每增加一个单位，农民工迁移户口的可

能性相应增加41.3%。对于农民工而言，迁移户

口意味着失去农村的土地，在面临各种风险时

就失去了一份保障，收入越高，则越有能力抵御

面临的风险，对迁移户口的后顾之忧相对较少，

所以，收入较高的农民工更愿意将户口迁入到

城市。受教育年限对农民工迁移户口的意愿具

有统计显著性（p<0.001），受教育年限越长，农

民工迁移户口的意愿也越强烈，这与相关研究

的结论一致。[5]受教育程度越高，意味着农民工

在城市立足的能力越强，因而更有信心将户口

迁入城市。职业类型方面，除了企业单位负责人

以外，同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相

比，其他职业类型的农民工迁移户口的意愿都

具有统计显著性。具体而言，专业技术人员、办

事人员和有关人员、商业、服务业人员、无固定

职业的农民工迁移户口的意愿分别增加61.9%、

95.8%、68.8%、130.4%。职业地位越高，社会声

望也就越高，获得较高职业地位意味着农民工

可以获得更多的尊重，这使得他们愿意实现身

份的转变，获得城市户籍。社会经济地位越高，

也意味着农民工有能力克服因为户籍制度带来

的障碍。研究结果表明社会经济地位越高，获

得城市户口的意愿越强，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说

明了，户口对于农民工在城市中的生活具有重

要作用；能够克服户籍制度带来障碍的农民工

毕竟是少数，户籍制度仍然需要继续改革。

社会距离对农民工迁移户口的意愿具有统

计显著性（p<0.001），社会距离越大，农民工迁

移户口的意愿越低。由于与城市居民之间的差

异较大，农民工容易受到城市居民的歧视，因

而影响了农民工户口迁移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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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回归分析

是否愿意迁入户口 是否愿意长期居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变量 β Exp(β) β Exp(β) β Exp(β) β Exp(β)

男a .071 1.073 -.017 .983 .166*** 1.181 .062 1.064

年龄 -.013*** .987 -.009*** .991 .014*** 1.014 .019*** 1.019

有伴侣b .237*** 1.267 .241*** 1.273 .875*** 2.399 .914** 2.494

住房产权c .599*** 1.821 .402*** 1.495 2.740*** 15.484 2.539*** 12.671

收入对数 .346*** 1.413 .400*** 1.492

受教育年限 .037*** 1.038 .037*** 1.038

职业类型d

企业单位负责人 .500 1.648 1.637** 5.137

专业技术人员 .482*** 1.619 .666*** 1.946

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 .672** 1.958 .941*** 2.564

商业、服务业人员 .524*** 1.688 .577*** 1.781

无固定职业 .834*** 2.304 .098 1.103

社会距离 -.145*** .865 -.231*** .794

常数 .009 -3.615*** -.988*** -5.119**

控制变量方面，男性迁移户口的意愿低于

女性，但是不具有统计显著性。年龄对迁移户口

的意愿具有统计显著性（p<0.001），年龄越大，

迁移户口的意愿越低，每增加一岁，迁移户口的

意愿大约降低0.9%，这可能是因为迁移户口意

味着放弃农村的土地，相对于年轻人，年龄较

大的农民工更能意识到土地对于他们的重要

性，所以不愿意迁移户口。拥有伴侣对迁移户口

的意愿具有显著影响，具体而言，拥有伴侣的农

民工比没有伴侣的农民工更愿意迁移户口的可

能性要增加27.3%。拥有住房产权的农民工愿

意迁移户口的可能性要比没有产权的农民工高

49.5%，如果没有获得户口，即使拥有住房产权

在生活和工作中仍然会遇到一些障碍，比如子

女入学等，所以拥有住房产权的农民工更渴望

通过获得城市户口来摆脱这些障碍，因此迁移

户口的意愿可能强一些。

2.社会经济地位、社会距离与长期居住意愿

通过模型4，我们可以发现，收入对数可以

增强农民工在城市长期居住的意愿（p<0.001），

收入对数每增加一个单位，农民工在城市长期

居住的意愿就会增加49.2%。这是因为收入是

农民工在城市立足的基础，只有获得充足的收

入，农民工才有可能在城市居住和生活。受教育

年限可以增强农民工在城市长期居住的意愿，

受教育年限每增加一年，农民工在城市长期居

住的意愿就会增加3.8%。一方面是因为受教育

年限越长，农民工有更高的可能性获得较高的

收入，为他们在城市长期居住打下了基础；另

一方面，也更容易接受城市的各种文化价值观

和生活方式，从而更愿意在城市中长期居住。

职业类型对农民工在城市长期居住的意愿具有

统计显著性，企业单位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

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商业、服务业人员的农

民工在城市长期居住的意愿分别是生产、运输

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的5.137倍、1.946倍、

2.564倍和1.781倍。职业地位越高，意味着农民

工收入越高，越有能力生活在城市中。另外，较

高的职业地位也使得他们相信自己在城市中有

更好的发展空间，增强他们留在城市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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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p<0.001, **p<0.01, *p<0.05。

 表4   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回归分析（调节效应检验）

是否愿意迁入户口 是否愿意长期居住

模型5 模型6

变量 β Exp(β) β Exp(β)

收入对数 .344** 1.411 .397*** 1.487

受教育年限 .045*** 1.046 .046*** 1.047

职业类型 .012*** 1.012 .024*** 1.024

社会距离 -.211 .810 -.606 .546

收入对数*社会距离 -.015 .704 .049 1.050

受教育年限*社会距离 .017** 1.017 -.001 .999

职业类型*社会距离 .000 1.000 .000 1.000

社会距离会降低农民工在城市长期居住的

意愿（p<0.001），社会距离越大，农民工在城市

长期居住的意愿越低，具体而言，社会距离每

增加一个单位，农民工在城市长期居住的意愿

就会降低20.6%。研究的结果进一步证明了农

民工的市民化意愿不仅仅是出于理性计算的结

果，社会关系的质量对于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

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假设2得到验证。

在控制变量中，性别对农民工的长期居住

意愿不具有统计显著性。拥有伴侣的农民工更

愿意长期居住在城市。如果农民工的伴侣在城

市工作，就有可能实现家庭的迁移，在城市长期

居住意愿也就越强烈。拥有住房产权的农民工

希望长期居住在城市的意愿高于没有产权的农

民工，拥有住房产权就意味着农民工在城市有

了落脚之地，尤其是在中小城市，农民工如果

拥有住房产权，很有可能获得城市户籍，从而获

得与城市居民一样的福利，这使他们长期居住

城市的意愿不断增强。但是，年龄对农民工的

长期居住意愿的作用相反，这可能是因为，年龄

越大，在城市居住的时间越长，更加适应城市的

生活方式，因此更愿意长期居住在城市中。

为了检验是否存在调节作用，本文进行进

一步分析，由于职业类型分类较多，为了模型的

简洁和便于分析研究结果，本文根据李春玲的

职业声望表对职业类型进行赋值，转化为连续

型变量。出于篇幅的限制，本文只报告部分结果

（见表4）。由模型5可知，在加入调节变量后，

收入对数、受教育年限和职业类型仍然具有统

计显著性。在交互项中，只有受教育年限与社会

距离的交互项具有统计显著性，这说明受教育

年限可以调节社会距离对市民化意愿的作用，

即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可以削弱社会距离对市民

化意愿的阻碍作用。在模型6中，收入对数、受

教育年限、职业类型都具有统计显著性，所有

的交互项都不显著，即社会距离与长期居住意

愿之间的关系不受到社会经济地位的调节。综

上，研究假设3得到部分验证。

注：***p<0.001, **p<0.01, *p<0.05。

参照类别：a男性；b无伴侣；c无住房产权；d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

-2LL 17289.329 16866.084 15774.421 15220.848

Nagelkerke R2 0.012 0.055 0.145 0.197

自由度 4 12 4 12

观察值 12614 12614 12614 12614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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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与讨论

本文从经济社会学角度出发，采用全国流

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探讨了社会经济地位、社

会距离对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作用，通过研究

发现以下结论。

第一，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呈现多样性。

本文以是否愿意迁移户口和是否愿意长期居住

作为市民化意愿的衡量指标，通过交叉分类发

现，每一类型的农民工都占有一定比例，虽然愿

意实现市民化的农民工所占比重最大，但仍然

有较大比重的农民工不愿意实现市民化，这在

一定程度上验证了其他人的研究结论，[27-28]这

一方面说明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呈现多样性，

另一方面也说明在市民化的研究中，我们不能

直接预设所有的农民工都愿意实现市民化，否

则会造成政策偏差，推进市民化的进程中要考

虑到农民工群体内部的差异性，实行差异化而

不是一刀切的市民化政策。

第二，社会经济地位可以增强农民工的市

民化意愿。具体而言，较高的收入可以增强农

民工的市民化意愿，较长教育年限可以提升市

民化意愿，较高的职业地位可以提升农民工的

市民化意愿。根据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移民之

所以愿意实现迁移是为了追求比原住地更高的

经济效益。农民工的社会经济地位越高，表明

他们在城市获得的利益越多，也越有能力实现

市民化，市民化意愿也就越强。然而，相关研究

表明，农民工的社会经济地位处于一个相对降

低的状态，[29]那么如何提升农民工的社会经济

地位仍然是一个挑战。对于农民工而言，延长

受教育年限并不现实，我们应该将注意力放到

收入和职业地位的提升方面，而职业培训则是

重要的途径，因此，要不断加大对农民工的职

业培训，并提升职业培训的质量。

第三，社会距离降低了农民工市民化意愿。

农民工从农村进入城市，离开他们的亲朋好友

和社会支持网络，离开熟悉的环境、语言与文

化，进入一个相对陌生的社会，与城市居民社会

关系的质量影响着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为了

提升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我们需要进一步采

取措施来降低社会距离，作为社会感知的一种

表现形式，社会距离是在日常生活的互动中逐

渐形成的，可以从日常生活入手，许多农民工生

活在社区中，社区应将农民工吸纳进来，使农民

工享受到各种公共服务，同时还要促进农民工

的社区参与，这样农民工才能真正成为社区中

的一员，缩小与城市居民之间的社会距离，增强

市民化意愿。

最后，本文进一步探讨了社会经济地位、社

会距离和农民工市民化意愿之间的关系。研究

发现，在社会经济地位三个维度中，只有受教育

年限在社会距离与市民化意愿之间起着调节作

用，这可能是因为受教育程度越高，农民工更容

易接受城市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也更容易和

城市居民相处，降低了他们与城市居民之间的

社会距离，增强他们的市民化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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